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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景观格局及其变化是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供应与维持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生态系统服务管理与景观空间配置优化的基

础。 基于 ３０ ｍ 分辨率土地利用数据，统计汶川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多种景观格局指数和碳固定、水源涵养、土壤保持 ３ 种生态系

统服务的变化，划分等级探究生态系统服务对景观格局及其变化的响应。 研究结果表明：１）汶川县整体景观趋于破碎化、斑块

形状复杂化，斑块异质性增加，且主要是在林地、草地和耕地之间转换；２）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碳固定在全域内有所减少，而大

部分区域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呈增长趋势；３）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对景观格局的响应存在差异，不仅表现在指标上，也体现在程

度上，如碳固定对斑块形状指数（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ＬＳＩ）响应较为明显，而对蔓延度指数（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ＣＯＮＴＡＧ）敏感性

较差；４）并非所有景观格局变化均会引起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尺度也会对结果造成影响。 本研究通过生态系统服务对景观格

局的响应分析，可为区域景观管理的相关评估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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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益处［１］。 土地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载体，其类型、格局和利

用强度都会影响生态系统服务［２］。 首先，土地类型直接决定了生态系统服务的主导类型，如农田生态系统粮

食供给服务和自然生态系统各种调节服务［３］；其次，土地利用的变化引起生态过程发生相应的改变，进而导

致生态系统服务发生量变或质变［４］；最后，不同的土地利用强度也会造成所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异，这种

对应关系往往需要较高精度的土地利用数据来反映［５］。 景观格局是由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组成并在空间上

呈现不同的分布与组合形式［６⁃７］。 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维持的角度出发，景观格局的变化会影响生态系统

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引起生态过程的改变［８⁃９］，最终引起生态系统服务的改变。 由于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其布局形态的演化规律，景观格局指标所展现的空间信息值得被特别关注。
目前，生态系统服务与景观格局集成是区域环境政策和生态系统管理等跨学科领域的热点问题［１０⁃１１］，但

此类研究较多地直接以土地利用类型为基础评估生态系统服务，通过相关和回归分析探究生态系统服务与景

观格局的关系。 例如：Ｓｕ 等分析了杭嘉湖 ４ 个生态区的景观格局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发现除了水源涵

养和土壤保持外其他生态系统服务都与景观指标显著相关［１２］；Ａｙｉｎｕｅｒ 等发现新疆艾比湖流域的 １３ 个景观

指标中有 ８ 个显示出与生态系统服务有显著的相关性［１３］；Ｚｈａｎｇ 等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变化对景观格局的响应中发现，总面积、最大斑块指数等指标与生态系统服务呈正相关，分离度和斑

块丰富度则与服务呈负相关［１４］；Ｚｈａｎｇ 等认为斑块大小会造成景观指标的明显差异，从而影响景观指标与生

态系统服务间的关系［１５］。 然而，此类研究多采用土地利用类型赋值的价值当量法评估生态系统服务，进而解

析生态系统服务与景观格局的关系，忽视了在评估生态系统服务中使用土地利用类型，而其与景观格局指标

高度相关，导致相关或回归分析在输入数据上存在天然的因果关系。
考虑到区域的差异性和方法的局限性，仍有必要继续探究重点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如何响应于景观格局

的变化。 其中，通过生态遥感指标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制图，基于独立于土地利用数据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

果，解释景观指标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联，可以更有效刻画出景观格局与生态系统服务间的复杂关系。
汶川县是我国重要自然保护区———卧龙自然保护区的所在地，研究区域内保护区与非保护区并存，自然干扰

（地震、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和人为干扰（汶川县作为阿坝州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明显，研究该区域内

生态系统服务对于景观格局及其变化的响应有助于了解保护政策的实施效果，自然和人为干扰对区域生态环

境的影响，为区域生态保护、景观规划和生态系统服务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汶川县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部（３０°４５′—３１°４３′Ｎ，１０２°５１′—１０３°４４′Ｅ），四川盆地的西

北角，面积约 ４０８４ ｋｍ２。 境内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西部海拔较高，其中著名的四姑娘山海拔约 ６２５０
ｍ，东南部最低海拔约 ７６４ ｍ，河流发育，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形。 汶川县属于温带季风气候，由于地势起伏

较大，研究区域气候的垂直地带性明显，形成常绿阔叶林、针阔混交等不同的植被带。 该区域植被覆盖度较

高，生态系统碳固定作用明显；由于地处降雨丰富的高山峡谷地形，高植被覆盖可有效增强区域的水源涵养和

土壤保持服务。 县辖 ８ 个镇，４ 个乡，为了保护珍稀动植物种，国家建立卧龙和草坡自然保护区，占全县总面

积的一半以上（如图 １）。
１．２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土地利用数据（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４ 期）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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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分辨率为 ３０ｍ，其土地利用类

型分为林地、草地、耕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六

大类；ＤＥＭ 和 ＥＶＩ 数据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ｓｃｌｏｕｄ． ｃｎ ／ ｓｅａｒｃｈ ／ ） 提 供 的 ＧＤＥＭＤＥＭ 和

ＭＯＤＥＶ１Ｍ 产品，分辨率分别为 ３０ｍ 和 ２５０ｍ；ＥＴ 和

ＮＰＰ 数据是源自美国地质勘察局（ＵＳＧＳ）网站提供的

ＭＯＤＩＳ 影像 ＭＯＤ１６Ａ３ 产品和 ＭＯＤ１７Ａ３Ｈ 产品，分辨

率 ５００ ｍ，由于 ＥＴ 与 ＮＰＰ 产品在网站中分别缺少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在分析中分别 ２００１ 年作为 ＥＴ 的

起始年，２０１４ 年作为 ＮＰＰ 变化的终止年；月降水数据来

源于国家气象信息中心（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ｍａ．ｃｎ ／ ），采用全

国站点在 Ａｎｕｓｐｌｉｎ ４．２ 中完成基于地形的薄板样条插

值，并裁切得到汶川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月均降水量；土壤

数据源自 ＦＡＯ 的 ＨＷＳＤ １．２ 全球土壤同化数据库（ｈｔｔｐ： ／ ／ ｗｅｓｔｄｃ．ｗｅｓｔｇｉｓ．ａｃ．ｃｎ ／ ）。 为了保证数据分辨率的统

一性，本文将所有数据的空间分辨率通过三次卷积内插重采样到 ３０ ｍ 分辨率。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景观格局变化

为了明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汶川县土地利用变化过程，本研究采用土地类型变化趋势指数（Ｐｓ）为描述指标。

该指数的取值在［－１，１］内，若 Ｐｓ＞０，则表示此类土地类型面积在增加，越接近 １ 则表示其他地类主要转为该

地类；Ｐｓ＜０，则相反，详见以下公式［１６］：

Ｐｓ ＝
ΔＵｉｎ － ΔＵｏｕｔ

ΔＵｉｎ ＋ ΔＵｏｕｔ
（１）

式中，Ｐｓ为某一类土地类型的变化趋势指数；ΔＵｉｎ为其他类型转变为该类型的总面积；ΔＵｏｕｔ为研究 Ｔ 期间内某

一类土地类型转变为其他类型的总面积；Ｔ 为研究时间。
景观格局指数是反映其结构构成和空间特征的简单量化指标，分为斑块水平、类型水平、景观水平［１７］。

本文选择类型和景观 ２ 个水平进行分析，从景观聚集程度、破碎程度、形状复杂程度和多样性等方面描述汶川

县的景观格局特征，在类型水平选取了最大斑块指数（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 ＬＰＩ）、斑块形状指数（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ＬＳＩ）、斑块密度（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Ｄ）、平均斑块面积（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 ＡＲＥＡ＿ＭＮ）、边缘密度

（Ｅｄ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Ｄ）、聚集度指数（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Ｉ）６ 个指标；在景观水平选取了最大斑块指数（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 ＬＰＩ）、斑块形状指数（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ＬＳＩ）、斑块密度（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Ｄ）、平均斑块面积

（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 ＡＲＥＡ＿ＭＮ）、边缘密度（Ｅｄ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Ｄ）、聚集度指数（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Ｉ）、香浓多样

性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ＤＩ）和蔓延度指数（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ＮＴＡＧ）形成共 ８ 个指标。 考虑到

部分土地类型的覆盖面积较大，较小的统计尺度会形成大量均质景观单元，因而将景观格局指数统计到常见

的千米尺度进行分析，包含像元一千余个。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中 Ｃｒｅａｔｅ Ｆｉｓｈｎｅｔ 工具得到 ３ ｋｍ 边长格网，输入各年

份土地利用类型数据，通过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软件计算得到每个格网内的各项景观格局指数。 计算景观格局指数

使用了林地、草地、耕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６ 类土地类型，但由于研究区水域变化不明显以及建设用

地、耕地和未利用地的总面积仅占全域的 ３．９％，因此本文在叙述类型水平景观指数时只展示了林地和草地的

景观格局指数。
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

考虑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是自然生态系统最为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对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的空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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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１８］。 尤其是汶川县大面积处于自然保护区中，生态系统供给服务和文化服务

相对而言不突出，因而生态系统调节服务对景观格局及其变化的响应成为本研究的关注重点。
基于生态遥感指标，本研究评估了最为常见的三种生态系统调节服务：碳固定、水源涵养、土壤保持［１９］。

碳固定采用 ＭＯＤ１７Ａ３Ｈ 产品中的各年 ＮＰＰ 取值予以指代，单位为 ｇ Ｃ ／ ｍ２；水源涵养主要基于地形和土壤指

标对产水量进行修正［２０⁃２１］，土壤保持主要依循通用水土流失方程（Ｔｈ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ＲＵＳＬＥ）进行计算［２２］，具体过程如下。
２．２．１　 水源涵养

在水源涵养量计算中，首先通过水量平衡原理得到汶川县的产水量，然后根据土壤的厚度、渗透性、地形

和流速系数等因素计算得到涵养量，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２０］：
Ｙ＝Ｐ－ＥＴ （２）

式中，Ｙ、Ｐ 和 ＥＴ 分别为产水量、降水量和蒸发量。
ＷＲ＝ｍｉｎ（１，２４９ ／ Ｖ）×ｍｉｎ（１，０．９×Ｄ ／ ３）×ｍｉｎ（１， Ｋｓｏｉｌ ／ ３００）×Ｙ （３）

式中，ＷＲ 为多年平均水源涵养量（ｍｍ）；Ｖ 为流速系数（采用模型参数表数据［２１］ ）；Ｄ 为地形指数，无量纲；
Ｋｓｏｉｌ 为土壤饱和导水率（ｃｍ ／ ｄ）。

Ｄ＝ ｌｏｇ（ Ｗｐｃ
Ｓｄ × Ｐｓ

） （４）

式中，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ｐｉｘｅｌ ｃｏｕｎｔ（Ｗｐｃ）为集水区栅格数，无量纲；Ｓｏｉｌ ｄｅｐｔｈ（ Ｓｄ）为土壤深度（ｍｍ）；Ｐｅｒｃｅｎｔ ｓｌｏｐｅ
（Ｐｓ）为百分比坡度。
２．２．２　 土壤保持

采用 ＲＵＳＬＥ 方程计算土壤侵蚀量，考虑到大尺度人类工程措施无法表征，默认土壤保持措施因子为 １，
方程的公式如下［２２］：

Ａ ＝ Ｒ∙Ｋ·Ｌ·Ｓ·Ｃ·Ｐ （５）
式中，Ａ 为单位时间单位面积的平均土壤流失量（ｔ ｈｍ－２ ａ－１）；Ｒ 为降雨侵蚀力因子（ＭＪ ｍｍ ｈｍ－２ ｈ－１ ａ－１）；Ｋ 为

土壤可蚀性因子（ｔ ｈ ＭＪ－１ ｍｍ－１））；Ｌ 为坡长因子；Ｓ 为坡度因子；Ｃ 为作物覆盖与管理因子；Ｐ 为土壤保持措

施因子。
Ｒ 通过采用 Ｗｉｓｃｈｍｅｉｅｒ 提出的相关公式［２３］计算得出，如下：

Ｒ＝ ∑
１２

ｉ ＝ １
（１．７３５ × １０（１．５× ｌｇ

Ｐ２ｉ
Ｐ －０．８０８８）） （６）

式中，Ｒ 为降水可持续性因子，Ｐ 为年降水量（ｍｍ）， Ｐ ｉ 为第 ｉ 月的降水量（ｍｍ）。
Ｋ 采用 ＥＰＩＣ 模型［２４］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Ｋ＝（０．２＋０．３ｅｘｐ（０．０２５６ＳＡＮ（１－ＳＩＬ ／ １００）））· ＳＩＬ
ＣＬＡ＋ＳＩＬ

æ

è
ç

ö

ø
÷

０．３

（１．０－ ０．２５Ｃ
Ｃ＋ｅｘｐ （３．７２－２．９５Ｃ）

）·

（１．０－ ０．７ＳＮＩ
ＳＮＩ＋ｅｘｐ （－５．５１＋２２．９ＳＮＩ）

） （７）

ＳＮＩ＝ １－ＳＡＮ ／ １００ （８）
式中，Ｋ 为土壤可侵蚀性；ＳＡＮ、ＳＩＬ、ＣＬＡ 为砂粒、粉粒、粘粒含量；ＳＮＩ 为非砂粒所占百分比；Ｃ 为土壤有机含

量（％）。
坡度因子 Ｓ 根据坡度 θ［２５］可计算得到：

Ｓ＝
１０．８ｓｉｎθ ＋ ０．０３，（θ ＜ ５．１４）
１０．８ｓｉｎθ － ０．０３，（θ ≥ ５．１４）{ （９）

坡长 Ｌ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得到［２６⁃２８］：
Ｌ＝ （λ ／ ２２．１）ｍ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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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β ／ （１＋β） （１１）
β＝（ ｓｉｎθ ／ ０．０８９６） ／ （３．０（ ｓｉｎθ ） ０．８＋０．５６） （１２）

式中， λ 、ｍ、β 分别为水平坡长、坡长指数、细沟侵蚀。
考虑到 ＥＶＩ 比常用的 ＮＤＶＩ 不易饱和，更适用于植被密集地区，因而根据 ＥＶＩ 换算植被覆盖度 ｃ，从而得

到植被因子 Ｃ［２９］：

Ｃ ＝
１， ｃ ＜ ０．１

０．６５０８ － ０．３４３６ｌｇｃ， ０．１ ≤ ｃ ≤ ０．７８３
－ １， ｃ ＞ ０．７８３

ì

î

í

ïï

ïï

，　 ｃ＝
ＥＶＩ－ＥＶＩｍｉｎ

ＥＶＩｍａｘ－ＥＶＩｍｉｎ
（１３）

其中 ＥＶＩ 为 １２ 月的平均值。
土壤保持量应为潜在土壤侵蚀量与现实侵蚀量的差值，其中潜在土壤侵蚀量应排除地表覆被类型，即

Ｃ＝ １：
Ａｒ ＝Ａｍ－Ａ （１４）

Ａｒ 为土壤保持量，Ａｍ 为潜在土壤侵蚀量，Ａ 为现实土壤侵蚀量。
２．３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Ｍ⁃Ｋ）检验

利用 Ｍ⁃Ｋ 显著性检验分析生态系统服务在连续时间内的变化趋势，该方法常用于连续时间序列的趋势

分析［３０⁃３１］，同时采用 Ｔｈｅｉｌ⁃Ｓｅｎ （ＴＳ）过程辅助，其计算过程如下［３２⁃３３］：

Ｓｌｐｏｅ ＝ Ｍｅｄｉａｎ
Ｘ ｊ － Ｘ ｉ

ｔ ｊ － ｔｉ
æ

è
ç

ö

ø
÷ ，Ｓ ＝ ∑

ｎ－１

ｉ ＝ １
∑

ｎ

ｊ ＝ ｉ＋１
ｓｉｇｎ（ｘｉ － ｘ ｊ），ｓｉｇｎ ｘｉ － ｘ ｊ( ) ＝

１， ｘｉ ＜ ｘ ｊ

０， ｘｉ ＝ ｘ ｊ

－ １， ｘｉ ＞ ｘ ｊ

ì

î

í

ï
ï

ï
ï

Ｖａｒ Ｓ( ) ＝ ｎ（ｎ － １）（２ｎ ＋ ５）
１８

＝ σ２，Ｚ ＝

Ｓ － １
　 Ｖａｒ（Ｓ）

， Ｓ ＞ ０

０， Ｓ ＝ ０
Ｓ ＋ １

　 Ｖａｒ（Ｓ）
， Ｓ ＜ ０

ì

î

í

ï
ï
ïï

ï
ï
ï

（１５）

式中，Ｓｌｐｏｅ ＞ ０ 表示增加， Ｓｌｐｏｅ ＜０ 表示减小；ｎ 是时间序列长度，ｘｉ和 ｘ ｊ分别是时间 ｉ 和 ｊ 的生态系统服务量；
σ 是标准偏差， ｜ Ｚ ｜ ＞ １．６４ 则认为变化趋势显著。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景观格局

汶川县土地类型主要是在林地、草地和耕地之间转换其中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林地增加了 １１２．２１ ｋｍ２、
草地减少了 １３９．５８ ｋｍ２、耕地增加了 ２０．３４ ｋｍ２， 而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地变化相对较小，分别为

０、３．２３ ｋｍ２和 ０。 为了强调研究区景观格局的变化效应，考虑到研究区的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占地面

积以及变化面积较小，因此在后续分析中主要关注耕地、林地和草地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 具体而言，
汶川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内耕地和林地面积处于缓慢增长的趋势，草地面积变化趋势则相反。 其中，不同时间序

列变化趋势指数 Ｐ ｓ（表 １）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间耕地和林地的变化趋势指数 Ｐｓ均小于 ０，即其面积处于减少

趋势，而草地的变化趋势指数 Ｐｓ大于 ０，面积处于增长趋势；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耕地、林地的变化趋势指数均大于

０，面积处于增长趋势，尤其是耕地增长量较大；草地相反，Ｐｓ低至－０．４２；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林地、草地和耕地的变

化趋势和动态度指数 Ｐｓ波动较小（－０．０１、０．０２、０．１１），变化均不明显。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景观指数的变化趋势见图 ２，分析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汶川县整体景观更加破碎化，斑块

形状复杂化，斑块异质性增加。 在景观水平，整体景观的 ＡＲＥＡ＿ＭＮ 从 ４５２．５７ 减少到 ４２４．３７、ＡＩ 从 ９７．９１ 减

少到 ９７．７９，而 ＬＳＩ 从 ２３．８２ 增加到 ２５．１３、ＬＰＩ 从 ５０．８４ 增加到 ５２．７６、ＣＯＮＴＡＧ 从 ７１．３５ 增加到 ７３．６７、ＳＨＤＩ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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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 增加到 ０．８３。 草地的景观变化也显示出与整体景观较为一致趋势，其 ＡＲＥＡ＿ＭＮ 、ＡＩ 和 ＬＰＩ 均表现出下

降趋势，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 有所增加，表明景观破碎度增加，聚集程度减弱，最大斑块面积在逐渐下降，形状趋于

复杂。 但是，林地景观的变化规律则与上述两者不同，林地的 ＡＲＥＡ＿ＭＮ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１１６．６１ 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

的 １８７０．８４，ＬＰＩ 从 ５０．８１ 增加到 ５２．７６、ＡＩ 从 ９８．２１ 增加到 ９８．３３，但 ＰＤ 从 ０．０５ 下降到 ０．０３，说明林地破碎化

减弱，团聚度增强。

表 １　 不同土地类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的变化趋势指数（Ｐ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ｉｎｄｅｘ （Ｐ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类型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耕地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１．００ －０．８５ １．０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０．６０ ０．３３ －０．４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０．４０ ０．２４ －０．３１

图 ２　 不同时期景观指数的变化趋势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ＬＰＩ：最大斑块指数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ＬＳＩ：斑块形状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ＰＤ：斑块密度 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ＲＥＡ＿ＭＮ：平均斑块面积

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Ａｒｅａ，ＥＤ：边缘密度 Ｅｄ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Ｉ：聚集度指数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ＳＨＤＩ：香浓多样性指数 Ｓｈａｎｎｏｎ′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ＣＯＮＴＡＧ：蔓

延度指数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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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生态系统服务变化

由图 ３ 中可知，研究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绝大部分地区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量呈增长趋势，而 ＮＰＰ 呈下降

趋势。 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内汶川县水源涵养量波动上升，除卧龙自然保护区的西部外，大部分地区水源涵

养呈增长趋势；另外，草坡和卧龙保护区的水源涵养量主要在 ３００ｍｍ 左右波动上升，而非保护区的水源涵养

在 ２５０ｍｍ 处波动上升，即保护区的水源涵养要明显高于非保护区，表明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一定的

积极作用（图 ３）。 汶川县土壤保持量在 １５ 年间波动较大，出现多处低谷（２０００、２００４、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年）和峰值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大部分地区土壤保持处于增长趋势，但在城镇比较聚集的地区土壤保持量明显

减少（图 ３）。 碳固定服务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呈减少趋势，研究发现三个区域中 ＮＰＰ 变化趋势一致，呈现同升

同降的规律，可推测碳固定服务的变化受更宏观的气候条件影响较大（图 ３）。 三个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比较

分析表明，卧龙和草坡保护区内的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有明显的提高，但在卧龙保护区与县域的交界处，水源

涵养和碳固定服务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３．３　 生态系统服务对景观格局的响应

将 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果以分位数法等分为低、较低、中等、较高、高 ５ 个等级，根据每个等级上

景观指数的波动范围，得到不同生态系统服务等级所对应的景观指数（图 ４ 和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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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对景观水平景观指数的响应

Ｆｉｇ．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ｌｅｖｅｌ

３．３．１　 景观水平

景观水平上生态系统服务主要与 ＬＳＩ、ＳＨＤＩ、ＡＩ、 ＬＰＩ 等指数密切相关（图 ４）。 以景观格局指数的中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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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象，当 ＬＳＩ 分别在小于 １．９５、小于 １．８８ 时，所对应的土壤保持、水源涵养量处于较高水平，当 ＬＳＩ 范围小于

１．８７ 时，碳固定服务处于较低水平；当 ＳＨＤＩ 小于 ０．５５ 时，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均处于较高水平，而碳固定则

反之；ＡＩ 在 ９８．３６ 以上时，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量相对较高，碳固定值较低；ＬＰＩ 大于 ８５ 时，土壤保持和水源

涵养量较高，而碳固定则反之。 但三种生态系统服务对 ＣＯＮＴＡＧ 并不敏感，ＣＯＮＴＡＧ 值一直在 ６０ 左右波动。
由此可知，当 ＬＳＩ 和 ＳＨＤＩ 较低、ＡＩ 和 ＬＰＩ 较高时，土壤保持和水源涵养量较高，而碳固定相对较低。 此外，箱
图中显示的奇异值被界定为大于上四分位数 １．５ 倍四分位数差的值，或者小于下四分位数 １．５ 倍四分位数差

的值，结果中奇异值较多存在与 ＬＳＩ、ＡＩ、ＬＰＩ、ＳＨＤＩ 等景观指数，体现了格网中的这些指数变化幅度较大。 说

明汶川县景观格局具有较强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特征很可能导致了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的异质性。
３．３．２　 类型水平

以景观指数的中位数作为参考，生态系统服务对类型水平景观格局的响应与景观水平不同。 由图 ５ 可

知，对于土壤保持，林地和草地斑块形状较为简单时，会使得景观的土壤保持能力提高，主要表现为林地和草

地的 ＬＳＩ 对土壤保持服务的响应与景观水平较为一致， ＬＳＩ 分别小于 １．９０ 和 １．７９ 时，林地和草地的土壤保持

量处于较高水平（景观水平为 １．８８）。 增大草地的最大斑块面积是提高景观土壤保持能力的有效途径，主要

体现在 ＬＰＩ 分别在 １７．８３ 和８１．８５时，林地和草地土壤保持达到较高水平；说明草地 ＬＰＩ 对土壤保持服务的响

应与景观水平（８２．４０）较为一致，而林地则不一致。 草地斑块破碎度较低时，土壤保持量较高，而林地土壤保

持对 ＰＤ 的响应并不明显，表现为 ＰＤ 在 ０．２ 上下波动。
水源涵养对景观指数的响应与土壤保持大多一致，其明显区别在于，增大林地的最大斑块面积可有效提

高景观水源涵养能力的有效因素。 其主要表现在林地与草地 ＬＰＩ 在 ８１．１３ 和 １２．１４ 时，水源涵养处于较高水

平，而林地 ＬＰＩ 与景观水平（８２．４０）范围大致相当。 对于碳固定服务，林地和草地斑块形状较为复杂时的碳固

定相对较高。 主要表现在林地与草地 ＬＳＩ 分别低于 １．８９ 和 １．４２ 时，碳固定服务处于低水平，与景观水平 ＬＳＩ
（１．４７）对碳固定的响应大致相当。 增大草地的最大斑块面积是提高景观碳固定能力的有效方式，主要表现在

林地和草地 ＬＰＩ 分别在 １８．１９、９０．０４ 时，碳固定处于低水平，其对草地 ＬＰＩ 的响应与景观水平（８９．９７）一致。
３．４　 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对景观格局变化的响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系统服务与景观格局变化量的对应关系表明，只有碳固定变化明显响应于景观格局

变化，景观变化会引起研究区大面积范围碳固定值的降低，而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在研究区中并没有明显响

应于景观格局的变化。 不同地类的景观指数变化对碳固定服务变化的敏感性存在差异（图 ６）。 以碳固定服

务显著变化像元所占格网面积百分比的中位数为对象，在景观水平上，当 ＬＳＩ、ＬＰＩ 和 ＡＩ 发生明显变化时，会
造成约 ５０％以上的碳固定服务显著减少，而在 ＬＰＩ、ＬＳＩ 和 ＰＤ 稳定区间内该面积百分比中位数仅为 ２９．９８％、
３３．２５％和 ３２．３６％。

在类型水平上，生态系统服务响应景观格局现象更具有针对性。 例如，林地最大斑块面积显著减少、斑块

形状趋向简化、聚集度减弱时，引起碳固定在大面积范围内显著减少。 主要体现在 ＬＰＩ、ＰＤ 在减少区间内，对
应的碳固定显著减少所占面积百分比分均在约 ５５％以上，高于其他区间。 草地的最大斑块面积增加、形状趋

于复杂、聚集程度增加时会造成碳固定在较大范围内显著减少，表现在 ＬＰＩ、ＬＳＩ、ＰＤ 在增加区间内，碳固定显

著减少所占面积百分比中位数均在 ６０％以上，而其稳定区间的百分比中位数低于 ４０％。

４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并不是所有景观格局变化均会引起生态系统服务变化。 以显著变化的面积占到格网的

百分比的中位数为对象，土壤保持服务的变化量对景观格局的变化呈现出震荡波动的状态（图 ７）。 例如，景
观水平 ＬＳＩ、ＬＰＩ、ＰＤ 的不同变化区间内，土壤保持显著增加所占面积百分比均在 １５％上下波动。 在类型水平

也是如此，如草地也是在 ＬＳＩ、ＬＰＩ、ＰＤ 的不同变化区间内，面积百分比也在 １５％上下波动。 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可能是：虽然景观格局的改变影响土壤流失方程中的 Ｃ 值，但在 ３０ｍ 分辨率植被覆盖度遥感监测中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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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对类型水平景观指数的响应

Ｆｉｇ．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ａｔ ｃｌａｓｓ 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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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碳固定显著减少比例对景观指数变化的响应（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变化不易被识别，尤其是对高植被覆盖的保护区而言林地和草地均呈现较高的植被覆盖度，导致遥感评估得

到的土壤保持服务变化往往不依赖于景观格局变化。
不同尺度也会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对景观格局变化的响应程度。 在全县范围内，水源涵养变化与景观

格局变化并没有明显的响应，但是，在局部区域景观剧烈变化时，水源涵养变化随景观格局变化的响应依然有

明显响应。 如在卧龙保护区的东南部选择 ３４ 个格网单元的景观指数如 ＬＰＩ、ＬＳＩ、ＰＤ 等景观指数变化相对明

显：中位数分别为 １８．２９、－０．６１、－０．３５，其水源涵养量显著增加面积中位数达 ５６．３４％；而卧龙保护区的东北部

２５ 个格网单元的景观格局变化较小：ＬＰＩ、ＬＳＩ、ＰＤ 中位数分别为－０．８９、０．０７、０．１１，对应的水源涵养显著增加

面积中位数仅为 １．４１％。
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文揭示了生态系统服务与景观格局关系的测度直接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手段，

高精度的生态过程地面观测数据补充将有助于进一步揭示生态系统服务与景观格局之间的复杂联系。 此外，
卧龙、草坡保护区与其他地区的交界处往往是生态系统服务易于变化的区域，因此，保护区与非保护区生态系

统服务供应存在明显差异。 草地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较大，优化区域区内合理的林地、草地规模配

比与空间布局将更有效的提升研究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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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土壤保持显著增加比例对景观指数变化的响应（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５　 结论

针对重点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如何响应于景观格局变化的科学问题，本文识别了汶川县土壤保持、水源

涵养和碳固定对景观格局及其变化的响应，得到以下三点发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汶川县林地、草地和耕地之间存在转变，整体景观更加破碎化、斑块形状复杂化，斑块异质

性增加，整体景观格局的变化受草地影响较大。 研究区碳固定服务有所减少，而大部分区域水源涵养和土壤

保持呈增长趋势，在卧龙和草坡保护区内的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有明显提高，但在卧龙保护区与县域交界处

的生态系统服务呈下降趋势。
不同生态系统服务对景观格局的响应存在差异，其不仅表现在指标上，也体现程度上。 在景观水平，土壤

保持、水源涵养和碳固定服务主要对 ＬＳＩ、ＳＨＤＩ、ＬＰＩ 等指数较为敏感，而对 ＣＯＮＴＡＧ 响应并不明显；在类型水

平，生态系统服务对类型水平景观格局的响应与景观水平有所不同，林地类型水平与景观水平差异较大，而草

地类型水平与景观水平大致相当。 例如土壤保持高值区间对应林地和草地 ＬＰＩ 中位数分别为 １７．８３ 和 ８１．
８５，而景观水平 ＬＰＩ 中位数 ８２．４０。

汶川县生态系统服务与景观格局变化量的对应关系发现，只有碳固定变化明显响应于景观格局变化，景

５３７４　 １４ 期 　 　 　 徐建英　 等：汶川县生态系统服务对景观格局及其变化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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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显著变化会引起研究区大面积范围碳固定值的显著降低，而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在研究区中并没有观测

到这一响应方式。 在景观水平，景观指数变化直接影响碳固定服务变化；在类型水平上，林地 ＬＰＩ 和 ＰＤ 的减

少和草地 ＬＰＩ、ＬＳＩ 和 ＰＤ 的增加，会导致碳固定服务的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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